
穆罕默德·阿里对埃及部落

社会的治理及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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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埃及部落是复杂的政治社会组织形式。 部落成员之间的关

系并非基于原始社会的平等， 而是具有明显的等级制色彩。 穆罕默德·阿

里从三个方面治理埃及部落社会： 一是规范方面， 即与部落建立共同的认

同情感； 二是功利方面， 即通过控制领地资源来监管和约束部落； 三是强

制方面， 即通过惩罚措施来控制部落。 他采取的积极有效的部落政策， 微

观层面起到了有效推动其改革政策的顺利实施， 宏观层面对埃及社会的发

展和国家的建构起到了重要作用。
关键词　 穆罕默德·阿里　 埃及　 部落社会　 部落政策　 贝都因人

部落 （Ｔｒｉｂｅ） 是埃及乃至整个中东地区非常重要的社会单元与组织形

式， 至今仍对现代民族国家建构产生重要影响。 国外学者已经对中东部落

社会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 如埃及学者洛斯莱本的 《中东的贝都因人》①

对中东的游牧部落贝都因人的生活习惯、 组织结构、 社会关系等进行了详

细的介绍。 库利·菲利普 （Ｋｈｏｕｒｙ Ｐｈｉｌｉｐｓ） 主编的 《中东部落与国家的形

成》② 收集了一些欧美著名学者关于中东部落社会的研究成果， 此书是相关

研究题域的经典之作。 法勒巴·阿卜杜·贾巴尔 （Ｆａｌｅｈ Ａｂｄｕｌ Ｊａｂａｒ） 和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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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 ２０１５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中东部落社会通史研究” （１５ＺＤＢ０６２） 的阶段性

成果， 并受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科研经费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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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曼·达乌德 （Ｈｏｓｈａｍ Ｄａｗｏｏｄ） 在 《部落与权力： 中东的民族主义和种

族》① 详细介绍了部落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所起的作用。 托马斯·Ｊ 巴菲尔德

则全面比较了中亚和中东部落的异同。② 鲁文·哈瑞尼 （Ｒｅｕｖｅｎ Ａｈａｒｏｎｉ）
的 《帕夏时期的贝都因人： １８０５ － １８４８ 年穆罕默德·阿里时期埃及的部落

与国家》③ 对穆罕默德·阿里时期埃及部落社会进行了论述。
目前国内学者有关穆罕默德·阿里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改革与现代化方

面。④ 本文主要从三个方面对穆罕默德·阿里时期的埃及部落政策进行研

究， 即穆罕默德·阿里改革时期推行的部落政策， 现代化过程中对传统部

落社会的改造， 以及部落政策对埃及社会发展的影响。

一　 穆罕默德·阿里当政时期埃及的部落社会

部落社会具有相对独立的政治、 经济和社会结构。 伊本·赫勒敦 （ Ｉｂｎ
Ｋｈａｌｄｕｎ） 认为部落是一个建立在血缘关系基础上和过度崇尚自治并拥有社

会、 经济、 政治、 军事和文化功能的社会组织形态。⑤ 依据伊曼纽尔·马克

斯 （Ｅｍａｎｕｅｌ Ｍａｘ） 的理论， 部落是一个包括多种类型和实体的大型社会组

织， 构成部落的每个氏族原则上拥有共同的祖先， 但政治、 经济和领地等

非血缘因素也是部落形成中的重要因素。⑥ 他认为大多数部落是某一族群出

于牧场、 水源和自卫的需要而与其他族群长期合作的产物。 从政治经济层

面上可以看出， 部落是建立在对资源的合法利用和安全需要的基础之上。
埃及沙漠广袤， 艰苦的生态环境使部落在形成过程中受到牧场和水源等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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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资源的重要影响。 另外， 部落的规模大小和活动范围受到政府力量的影

响和限制。 总之， 本文结合赫勒敦的血缘组织说与马克斯的混合模式说，
认为部落是一个相对独立的， 建立在合作基础上的社会组织。

埃及部落发展成一个复杂的政治社会组织， 其成员之间的关系并非原

始社会基础上的平等， 而是具有明显的等级制色彩。
菲利普·伯纳姆 （Ｐｈｉｌｌｉｐ Ｂｕｒｎｈａｍ） 认为， 部落社会的不平等主要是由

空间移动造成的。① 部落领地为部落社会的存在和发展提供了各种资源。 这

主要指其赖以生存的牧场和水源等自然资源， 以及有可供控制的商贸通道

等经济和战略资本。 虽然原则上利用这些资源是全体部落成员共有的权利。
但实际情况是一些强大的群落直接迁移到领地和周边地区， 控制并霸占这

些资源， 利用比其他群落更多的资源。 有时， 他们甚至直接将一些弱小的

群落从领地上驱赶出去， 从而引发部落内部争夺资源的冲突。 强大的部落

通过蚕食和掠夺的方法乘机扩大领地。 这种空间的变迁引发新一轮的迁徙

浪潮， 同时具有摧毁现存社会结构秩序之功效。 这种依据实力进行的资源

分配影响着部落社会的结构， 导致政治集权和社会分层的出现。
部落社会需要首领以维持内部秩序并处理对外关系。 具体表现为： 对

内主要是仲裁冲突、 居间调停、 分配资源和组织迁徙； 对外主要是协助政

府征税， 为政府军提供装备补给和社会公共服务等。 一般而言， 部落首领

的身份认同和领导地位的确立主要依据三大因素： 代表居支配地位的族群，
即代表部落的大多数人； 拥有很高的个人威望和知名度； 中央政府的认可。
部落首领的产生过程通常比较混乱。 马丁·凡·布瑞森 （Ｍａｒｔｉｎ ｖａｎ Ｂｒｕｉｎｅｓ⁃
ｓｅｎ） 认为， 如果没有明确的制度规范首领的产生， 那么部落内部常常有许

多人争夺领导权。 部落社会虽具有等级制， 但并不具备集权社会的体制规

范。 这种制度上的缺陷助长了成员对领导权的争斗。 但恰恰是内部的争权

和外部的争斗有助于领导权最终形成。 因为每次冲突都需要有魄力、 有威

望的人出面调停， 在处理危机的过程中无形地增加了他们的社会影响力和

公众认可度。 部落首领经常出面斡旋冲突， 甚至以部落代言人的身份同政

府进行交涉， 从而部落首领在处置危机和冲突中进一步巩固了自己在部落

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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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中的领导权地位。 如在 １８ 世纪后半期， 阿瓦拉多·哈比布 （Ａｗａｌｄ
Ｈａｂｉｂ） 担任尼罗河三角洲地区的一些部落的首领， 同奥斯曼帝国的殖民统

治者和地方贝伊交涉来维护部落利益。①

埃及部落主要从事畜牧业和旱作农业两种类型的经营模式。 养羊、 养

驼、 养马、 狩猎和劫掠是埃及部落的传统职业。② 从古代传承下来的畜牧业

在埃及部落的经济活动中占据主导地位。 部落是市场上肉类和皮毛等产品

的主要供给者。 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得以提高，
对肉类的需求大增。 为满足社会发展和人们的需求， 阿里政府采取从欧洲

引进种羊来改进埃及羊种的举措， 并在政府部门中采取设立专职人员负责

监管放牧活动的办法来发展畜牧业。
在沙漠广布的埃及， 骆驼在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 在公共生活领域需

要大量的骆驼来承担运输任务。 阿里政府主要依靠贝都因人提供骆驼。 埃

及帕夏的军队也需要大量的骆驼， 一旦发生对外战争时对骆驼的需求会更

大。 例如， 在与苏丹的战争中， 易卜拉欣帕夏从当地的阿喀巴布部落 （ ａｌ⁃
ｋａｂａｂｉｓｈ） 征用了大量的骆驼。③ 政府每年会给部落分摊任务， 尤其在开掘

马哈姆蒂亚运河时， 骆驼起到了重要作用。④ 部落还为商队、 旅行者和朝觐

者提供骆驼。 政府要求东部的哈纳提部落首领每年向朝觐者提供驼队。 １８２９ ～
１８３０ 年， 该部落首领没遵从安排， 结果遭到帕夏任命的库加·艾哈迈德

（Ｋｕｊａ Ａｈｍａｄ） 的武力征讨。⑤ 部落有时将骆驼出售或租借给政府。 商道上

络绎不绝的驼队主要负责运输木材、 羊毛、 谷物和大米等战略物资。 需求

量的大增， 导致贝都因人部落开始大量饲养骆驼， 也刺激了从叙利亚向埃

及的骆驼走私活动。
贝都因人很早就从事旱作农业， 他们主要分布在上埃及和尼罗河流域

的部分地区。 随着阿拉伯人的入侵， 来自阿拉伯半岛南部的贝都因人在东

部省和三角洲地区获取了大量土地。 来自北非马格里布的贝都因人主要集

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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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在上埃及的一些村落里从事农业生产。 对贝都因人来说， 旱作农业是副

业。 他们灵活地采取多种经营方式。 埃及部落的旱作农业可以划分为三大

类型。
第一类是半游牧民的旱作农业。 半游牧民在西部土地上养殖牲畜的同

时为满足自身的生活需求一直从事农业耕作。 一些人开始定居生活后， 更

注重农业生产， 但也没有完全放弃传统的养殖牲畜的生活方式。 在半游牧

部落社会， 旱作农业和畜牧业是并存的两种经济形态。 旱作农业的范围程

度主要取决于可供利用土地的数量和质量， 以及市场对作物的需求量。
第二类是游牧部落的农业活动。 部落在领地内开垦小面积土地的现象

很常见。 只要季节平均降雨量达到 ２５０ 毫升， 就能够在没有灌溉水源的地方

种植大麦。 但因为降水不规律和雨量偏少往往使产量非常少， 这些农产品

只满足于自用。
第三类是在国家分配土地上的农业生产。 这种土地一般具有面积大、

土质好、 易灌溉等特点， 因此适合长期定居耕作。 耕种这种类型土地的贝

都因人大多常年定居， 但他们也没有完全放弃养殖牲畜。 埃及政治的长期

不稳定性和政策的不连续性， 以及沉重的农业税负担， 使得贝都因人更相

信传统的养殖业。
在阿里时期， 埃及政府通过一些工程建设将部落整合到现代农业发展

的轨道上。 政府在东部省的一些地区种植橄榄树和桑树林， 发展丝绸业，
并扩大到其他农业区； 引进并推广棉花、 烟草和水稻等新的农作物①； 加强

闲置土地的开发利用并扩大农作物的商品化。 当然， 阿里采取的鼓励开垦

和定居农业政策措施， 大大减少了可供放牧的区域。 自由迁移放牧活动的

受限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畜牧业的发展。
埃及部落经济不是严格意义上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 部落积极参与商

贸活动， 是整个国家经济活动的有机组成部分。 部落不仅从事放牧和种植

活动， 还积极从事商业活动和服务行业。 欧洲的探险家在埃及发现， 当地

部落早已开始了农业活动， 并将农产品进行交易。 他们的主要产品有甘蔗、
稻草和苜蓿等动物的饲料， 几乎垄断了木炭的生产和销售。 从 １６ 世纪后半

２９

① 阿卜杜勒·阿齐兹·苏莱曼·努瓦德： 《埃及近代史》， 开罗， １９８５， 第 ５６ 页。 转引自哈全

安 《中东史》， 天津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０， 第 ５００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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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开始， 贝都因人部落开始参与对外贸易， 他们主要从事茶叶、 面包干、
香油、 柠檬和镜子等商品贸易。① 他们还贩卖地中海沿岸小湖的食盐， 将其

运送到开罗等地。 此外， 还为城市供给外部水源， 用骆驼将西奈的水运送

到城市， 有时将水出售给途中的朝觐者。
从 １８ 世纪下半叶开始， 贝都因人的经济影响力变得更为强大。 这主要

是因为它们控制了埃及一些重要地区。 红海线路对英国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商路， 但其中从苏伊士到开罗段由哈拜巴 （Ｈａｂａｉｂａ） 部落占据。 该部落的

谢赫斯维林·伊本·哈比巴 （Ｓｗｅｉｌｉｍ Ｉｂｎ Ｈａｂｉｂ） 负责这里的安全事务， 并

向过往的船只征收保护费。 哈瓦尔部落 （Ｈａｗｗａｒａ） 在赛义德地区居于支配

地位， 同时还控制着这一地区的谷物贸易。 １９ 世纪， 贝都因人开始参与更

大范围的经济活动。 拿破仑科学探险队的成员之一乔玛德 （ Ｊｏｍａｒｄ） 曾指

出： 贝都因人种植烟草、 靛蓝、 甘蔗、 椰枣、 饲料、 柠檬、 谷物类和豆类

产品， 主要在当地的一些市场进行出售。② 阿里在埃及建立现代工业。 １８３０
年， 埃及的工厂开始加工棉花、 丝绸、 木材和亚麻布等。③ 阿里通过大量种

植橄榄和引进美利奴绵羊来大力发展羊毛工业， 贝都因人主要负责供应原

材料和托运方面的事宜。
总之， 部落经济在埃及社会生活中起着重要作用， 这表现为以下三点。

一是部落所在地具有战略上和经济上的重要性。 东部省是贝都因人部落最

大的聚居区， 同时是埃及和叙利亚之间的重要商业通道和前往麦加朝圣的

必经之路。 二是中央政府在商品货物和手工制品上依赖于贝都因人的供给。
三是部落主要从事畜牧业， 在供应肉类毛皮产品方面处于支配地位。 他们

还为军队和商队提供战马和骆驼。 这样部落经济活动和国民经济密不可分，
成为整个经济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

二　 穆罕默德·阿里对埃及部落社会的治理

穆罕默德·阿里针对部落社会的治理政策可以分为三个方面。 一是规

３９

①
②
③

Ｒｅｕｖｅｎ Ａｈａｒｏｎｉ， Ｔｈｅ Ｐａｓｈａｓ Ｂｅｄｏｕｉｎ， ｐ １０２
Ｒｅｕｖｅｎ Ａｈａｒｏｎｉ， Ｔｈｅ Ｐａｓｈａｓ Ｂｅｄｏｕｉｎ， ｐ １０４
〔埃及〕 拉希德·阿里·巴拉维、 〔埃及〕 穆罕默德·哈姆查·乌列士： 《近代埃及的经济

发展》， 枢原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１９５７， 第 ６１ ～ ６３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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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方面， 即国家与部落建立共同的认同情感。 埃及社会由不同的群体构成。
阿里认为， 虽然不同群体扮演着不同的社会角色、 承担着不同的社会责任，
但它们之间相互关联、 不可分割。 他动员部落为国家效力， 为增强埃及的

实力、 地位而努力。 二是功利方面， 即通过控制领地资源来监管和约束部

落。 阿里通过给谢赫和部落贵族赐予土地和免税特权的方法， 赢得他们的

屈从和效忠， 并借他们之手确保边境地带的安全和秩序。 三是强制方面，
即通过惩罚措施来控制部落。 阿里为了相关政策有效执行， 常将谢赫或他

们的儿子作为人质。 他经常干预部落之间和内部的争端， 甚至强迫交出凶

手并对之惩罚， 以杜绝血亲复仇。
中央政府和部落的关系受冲突的影响而发生变化。 这一矛盾源于部落

社会的离心倾向和国家的集权趋势。 阿里采取既打压又拉拢的政策来处理

部落事务， 通过强制政策平息部落内的战争， 同时和部落首领结成联盟，
将他们纳入地方管理体系。

第一， 采取强制手段打压叛乱部落

上埃及的东部省 （ａｌ⁃Ｓｈａｒｑｉｙｙａ） 和布哈拉 （ａｌ⁃Ｂｅｈｅｉｒａｈ） 等地是冲突的

主要爆发区。 经常性的动乱使当地治安持续恶化。 大多数情况下， 部落游

离于农业区的边缘地带。 因此， 他们和定居农民的矛盾和冲突在所难免。
但要在这一地区实现和平稳定就必须跟当地一些大的部落达成共识， 比如

霸占一方的哈纳提 （Ｈａｎａｄｉ） 和胡维塔特 （Ｈｕｗｅｔａｔ） 等部落。 当然也不能

忽视部落在这一地区维护当地居民安全和保障商路畅通的作用， 因此政府

经常采取边谈判边打压的策略。
阿里掌权后意识到部落仍然对埃及社会的稳定构成重大威胁。 主要是

因为部落有能力毁坏农田和扰乱商品的运输。 部落间相互袭击也引起了阿

里的注意， 因为这类冲突很容易演变为政治骚乱。 阿里执政前， 一些部落

已经建立了各自的政治实体， 并占据了一些战略资源。 哈瓦尔部落控制着

开罗到金字塔之间的通道， 旅行者必须得到他们的保护或经得同意才可通

过。 他们经常袭击开罗的郊区， 引起当地居民的极大恐慌。① 面对如此情

形， 阿里不得不采取强制措施控制哈瓦尔部落， 并组织了多次针对该部落

４９

① Ｒｅｕｖｅｎ Ａｈａｒｏｎｉ， Ｔｈｅ Ｐａｓｈａｓ Ｂｅｄｏｕｉｎ， ｐ １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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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军事行动。 阿里还强迫谢赫居住在开罗及其附近地区， 给他们发放薪酬，
将其作为人质来确保部落顺从， 以达到牵制和控制部落的目的。①

政府通常采用强制手段来打击部落的违法犯罪， 但在具体的操作中非

常谨慎。 一般来说军事手段并不是第一选择。 如 １８３７ 年阿里任命其子易卜

拉欣去处理一桩部落案件， 再三确认该部落参与多起犯罪活动的情报准确

无误后， 才对其采取强制惩罚措施。 １８４２ 年， 马扎部落抢劫了埃及去往英

国的护航队， 阿里责令该部落首领调查处理这一事件， 反对政府使用武力

来对付它们。 当然阿里政府经常警告、 逮捕一些失职或违法的部落首领。
如朱迈阿特 （Ｊｕｍｅ ‘ａｔ） 部落的首领乌玛尔·尹达瓦 （Ｕｍａｒ ａｌ⁃ｈｉｎｄａｗｉ） 被

逮捕后遭到流放。 阿维拉德部落的首领哈吉·吴赫德·阿布·阿拉维 （Ｈａｊｊ
Ｗｕｈｅｄｉ Ａｂｕ Ａｌｅｗａ） 曾被押送到开罗受审。②

　 　 第二， 通过介入部落社会内部事务来施加影响， 这是阿里控

制部落的最基本策略

阿里政府涉足部落事务最明显的例证就是参与任命部落首领。 伊曼纽

尔·马克斯指出， 不管是部落直接推举还是经过选举产生的部落首领， 最

后都要经过政府的批准。 阿里政府在选择候选人的过程中首先考虑的是合

适与否， 并不一定看其家族是否强大。 阿里也会接受部落内部推选的首领，
后者主要负责解决部落内的个人恩怨和派系的争端。 通过这一方式部落保

存自身的相对独立和传统习俗， 阿里也以这种 “间接统治” 加强了对部落

的控制。
阿里通过发放薪酬的方式收买部落首领。 薪酬的发放有好多种方式，

其中主要以年金的形式。 阿里大大提高了薪酬水平， 并提供专项资金让部

落首领保护前往麦加的朝觐者、 运送货物的商队和负责其他一些地方公共

服务。 阿里执政早期就已开始给部落首领发放工资。 １８２１ ～ １８２２ 年， 阿维

拉德部落的哈亚拉合首领就得到 ５０００ 卡士 （ｑｉｒｓｈ） 的薪金。③ 在这一时期，
每位首领都能得到全额的薪金和酬劳， 政府以此作为对首领服务和工作的

肯定。 这些报酬有多种名目： 尹目 （ｉｎ ‘ｍ） 主要是以授予大量土地以供首

５９

①
②
③

Ｒｅｕｖｅｎ Ａｈａｒｏｎｉ， Ｔｈｅ Ｐａｓｈａｓ Ｂｅｄｏｕｉｎ， ｐ １６６
Ｋ Ｃｕｎｏ， Ｔｈｅ Ｐａｓｈａｓ Ｐｅａｓａｎｔｓ⁃Ｌ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ｉｎ Ｌｏｗｅｒ Ｅｇｙｐｔ， １７４０ － １８５８， ｐ １７０
Ｒｅｕｖｅｎ Ａｈａｒｏｎｉ， Ｔｈｅ Ｐａｓｈａｓ Ｂｅｄｏｕｉｎ， ｐ １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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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占有使用； 卡斯瓦 （ｋｉｓｗａ） 通常是对完成某些特殊任务后的赏赐； 阿卢

法 （Ａｌｕｆａ） 是给牲畜提供草料， 主要给那些饲养骆驼和马匹的部落首领，
是对他们用自己的牲畜负责运送货物和军事物资的奖励。 薪金的具体数额

取决于部落所在地的实际情况。 薪酬的多寡与部落首领管理的人口数量成

正比。① 在法定节假日还有额外的补助。 一旦部落首领根据实际需要向政府

提出申请， 政府还会相应提高他们的薪金标准。 部落首领通过负责工程和

给政府提供服务的方式来获取额外资助。 但部落首领必须证明这些钱使用

的合理性。 大多数部落首领通过各种手段来骗取酬金， 通常采取瞒报去世

的人以增加人口规模的方式骗取酬金。
阿里政府一旦发现一些部落对公共秩序和社会安定构成威胁， 就会将

其分割成好几部分， 通过化整为零的方式来瓦解部落的力量。 由于实力相

差悬殊， 大多数部落接受政府权威对自己的操纵， 但部落还继续在各自领

地上同其他部落或当地农民争夺利益， 继续在商道上充当盗匪到处抢劫，
这些活动主要出于经济目的。

阿里将谢赫的儿子作为人质来惩罚、 控制部落。② 对从事劫掠和袭击村

民的部落采取严厉措施。 最严厉的惩罚是将部落的羊群、 骆驼和马匹等牲

畜全部没收征用。 以经济制裁的方式来切断其生活来源， 达到牵制部落活

动的目的。
阿里还利用部落间的争端从中渔利、 分而治之， 常常假借部落之手打

败一些叛乱部落。 １８０６ 年 ９ 月， 胡维塔特部落和阿耶德赫部落在开罗城外

发生火并， 两者截堵了多条主要干道。 阿里随即支持胡维塔特部落， 还

“说服” 布哈拉和法尤姆等省的部落加入政府的阵营。 这对阿里树立威信、
建立有效统治起了重要的作用。 同时， 他还采取强有力的措施控制居住着

最有实力部落的东部省以及控制埃及西大门的布哈拉省等重要地区。 阿里

利用阿瓦拉多·阿里 （Ａｗｌａｄ Ａｌｉ） 和哈纳提 （Ｈａｎａｄｉ） 两大部落之间的争

端， 采取分而治之的策略， 达到了对整个下埃及地区的有效治理。

６９

①
②

Ｒｅｕｖｅｎ Ａｈａｒｏｎｉ， Ｔｈｅ Ｐａｓｈａｓ Ｂｅｄｏｕｉｎ， ｐ １８０
Ｅｒｎｅｓｔ Ｇｅｌｌｎｅｒ， “Ｔｒｉｂ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ｉｎ Ｐｈｉｌｉｐ Ｓ Ｋｈｏｕｒｙ ａｎｄ Ｊｏｓｅｐｈ Ｋｏ⁃
ｓｔｉｎｅｒ ｅｄｓ ， Ｔｒｉｂｅ ａｎｄ Ｓｔａｔｅ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０，
ｐｐ １０９ － １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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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通过设置专职官员来加强对部落社会的控制

阿里政府依靠奥斯曼—埃及精英阶层来维持统治。 这些精英大致可以

划分成五类： 来自奥斯曼帝国的突厥人、 在欧洲接受过教育的埃及西化分

子、 在地方拥有实权的土地贵族、 亚美尼亚人、 欧洲人。①

阿里任命专职官员纳齐尔 （ｎａｚｉｒ） 负责处理部落的日常事务。 纳齐尔

大多驻扎在部落民聚居的东部省、 布哈拉和盖勒尤卜等省。 他们对帕夏负

责并终身任职。 部落首领有时也会竞逐纳齐尔之位。
纳齐尔主要负责监管管辖区的部落。 例如， １８３６ 年纳齐尔巴希尔·阿

加主要负责监控阿哈纳提等部落侵占东部省部落的领地和抢夺牲畜的行为。
当然他们还承担其他职责， 比如监管部落完成公共工程， 为政府负责运输

货物、 农产品和动物产品。 他们检查部落对所承担任务的完成情况， 拥有

对违法者强制执行和惩罚的权力。 他们还负责收缴税款， 处理那些逃避义

务和税款的人。 比如， 贝都因人常常为了逃税会离开所在部落， 这时纳齐

尔主要负责将其遣返并强制让其履行义务、 缴纳税款。② 纳齐尔还有一项重

要的职责是抓捕部落逃兵和逃犯。 常常利用线人在部落内部收集一切有用

情报， 预防突发事件和骚乱， 并惩罚部落的犯罪行为。 纳齐尔在解决冲突

中常常需要谢赫的参与和帮助。 在布哈拉省的贝都因人部落中， 纳齐尔邀

请阿拉维德部落最有影响力的谢赫阿卜杜拉·马格瑞赫 （Ａｂｄａｌｌａｈ ａｌ⁃Ｍａｇｒａ⁃
ｈｉ） 来帮助其解决多起争端。③

除了上述职责外， 纳齐尔有时还有军事任务。 例如， 穆罕默德·阿加

是政府部门的顾问， 他在 １８４８ 年成为布哈拉省贝都因人部落的纳齐尔， 同

时还拥有军事官衔。 纳齐尔的军事任务是负责马匹和骆驼运输军用物资。
纳齐尔也承担负责招募贝都因人服兵役。 侯赛因·阿加 （Ｈｕｓｅｙｉｎ Ａｇｈａ） 是

一名负责贝都因人部落事务的官员。 他在 １８２６ ～ １８２７ 年担任布哈拉省的纳

齐尔。 他的主要活动包括： 要求哈纳提和哈提马部落用各自的驼队负责将

山里的木材运往政府所在地做柴火， 安排向牲畜提供充足的草料等。 他还

７９

①

②
③

Ｅ Ｔｏｌｅｄａｎｏ， Ｓｔａｔｅ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ｉｎ Ｍｉｄ⁃Ｎｉｎｅｔｅｅｎｔｈ⁃Ｃｅｎｔｕｒｙ Ｅｇｙｐｔ，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０， ｐｐ １１， ７８
Ｒｅｕｖｅｎ Ａｈａｒｏｎｉ， Ｔｈｅ Ｐａｓｈａｓ Ｂｅｄｏｕｉｎ， ｐ １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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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处理辖区内六大部落的行政事务。①　

阿里政府通过任命纳齐尔作为管理部落事务的专职官员， 一方面使得

政府的政策能够有效地贯彻实施， 扭转以前处理部落事务的随意性和混乱

局面， 改变地方官员相互推诿扯皮、 行政效率低下的状况； 另一方面， 充

分说明部落在埃及政治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作用， 使得政府不得不对其重视，
并将管理机构常态化和法制化。

第四， 采取有效措施加速推进部落的定居

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 在客观经济环境变迁的压力和政治因素的干预

下， 部落社会一般趋向于定居生活。 依据加布里埃尔·贝尔 （Ｇａｂｒｉｅｌ Ｂａｅｒ）
的观点， 部落的定居过程主要有三种类型： 游牧部落弃牧从农、 当地居民

的同化、 政府的去部落化政策。 在埃及社会中部落定居化有以下两种方式。
一是部落民与毗邻的农民在相互交往中渐渐淡化了部落认同。 部落虽

然在一定程度上保存着传统的社会结构和习惯法， 但基本上被当地农民同

化， 最后走上定居化道路。
贝都因部落人口一般分为定居和游牧两种类型。 伊本·赫勒敦根据社

会分层将贝都因人分成三个级别， 处于最高层的是居住在绿洲或接近水源

地的部落。 还有些学者将其划分成四类： 饲养骆驼的边远游牧民； 饲养羊

的邻近游牧民； 季节性迁徙游牧民； 定居的贝都因人。② 马木鲁克时期， 部

分贝都因人变成农民。 奥斯曼帝国占领时期， 大多数贝都因人开始成为农

民。 １８ 世纪中期， 贝都因人加快了定居化的速度。 １７ 世纪末到 １８ 世纪初，
由北非迁徙到埃及的部落从当地居民手里购买土地并开始耕种。 例如， 来

自北非的巴格哈提 （Ｂａｒａｇｈｉｔｈ） 部落从当地人手里购买大量的土地。 根据穆

瑞 （Ｍ  Ｗ Ｍｕｒｒａｙ） 的描述③， 被哈瓦瑞部落驱逐的阿维纳 （Ｂａｎｉ Ａｗｎａ）
部落和定居农民 （ｆｅｌｌａｈｉｎ） 生活在一起并最后被后者完全同化。 １８ 世纪后

期， 像阿维拉德等部落虽然规律性地在东部绿洲和尼罗河流域来回迁徙，
但已经开始接受农业技术并从农民那里租借土地。 居住在亚历山大和拉希

德附近的贝都因人大多具有半游牧半定居的属性， 它们和当地的居民经常

８９

①
②
③

Ｒｅｕｖｅｎ Ａｈａｒｏｎｉ， Ｔｈｅ Ｐａｓｈａｓ Ｂｅｄｏｕｉｎ， ｐ １７２
Ｒｅｕｖｅｎ Ａｈａｒｏｎｉ， Ｔｈｅ Ｐａｓｈａｓ Ｂｅｄｏｕｉｎ， ｐ ８３
Ｒｅｕｖｅｎ Ａｈａｒｏｎｉ， Ｔｈｅ Ｐａｓｈａｓ Ｂｅｄｏｕｉｎ， ｐ 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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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婚。 对 １８ 世纪末到访埃及的西方探险家来说， 最深刻的印象是当地贝都

因人的定居化进程， 这从他们的著作中可见一斑。 １８ 世纪六七十年代， 多

次前往埃及的英国旅行家詹姆斯·布鲁斯直接将部落民描述成阿拉伯农民。
还有欧洲的一些探险家在埃及发现当地的部落和农民极其相似。 在 １９ 世纪

中期旅行家约翰·拜勒走访上埃及， 在这里并没有看到大规模的游牧贝都

因人的存在， 仅仅是一些保留了原来习俗的定居贝都因人。 虽然它们仍旧

归属于邻近地区的部落组织， 但他们已经成为拥有土地的农民了。① 贝尔认

为贝都因人定居后从事农业生产， 日常生活中逐渐被当地的农民同化。
二是阿里采取有效措施转变部落首领角色推行部落的定居化。 阿里采

取软硬兼施的政策加强对部落的控制， 一方面将部落首领纳入政府管理机

构， 并将他们安置到城市和农村长期定居， 让他们远离部落实体； 另一方

面为了确保政令的畅通和有效执行， 将部落首领和其亲属作为人质扣押。
１８３３ 年以前大多数政府职位由非埃及人掌控， 自此以后部落首领大量开始

在埃及的政府部门中任职。② 这样的直接结果是他们被整合进官僚系统， 大

多数部落首领不得不远离家乡赴城市任职。 比如阿巴扎部落的大多数人去

东部省的一些城市和其他省份定居。 阿里还将一些人带到开罗去做人质，
卡奥特贝伊 （Ｃｏｌｔ Ｂｅｙ） 有这样一段话： 在和平时期， 阿里要求一些部落首

领居住在开罗， 将其作为人质。
阿里通过给部落首领分配闲置和未开发的土地的方式加速部落的定居。

１８２６ 年开始第一批土地的分配， 这些土地大多数恩赐给了部落首领。 昔日

的首领变成了名副其实的拥有大地产的地主。 同时， 转型后的部落首领开

始雇佣部落民在属地上进行耕作， 间接地将游牧民转变成了农民。 阿里政

府为了鼓励开发土地， 增加土地的利用率， 土地税一般采取前三年免除的

征收政策。③

第五， 招募部落民参军以壮大远征军力量

穆罕默德·阿里为巩固统治地位， 对外协调埃及与欧洲列强的关系，

９９

①

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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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御奥斯曼帝国的威胁； 对内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 打击各种反对势力。
但是外部持续的压力和改革中不断涌现的社会矛盾使他将重点转移到军事

扩张， 以便转移国内矛盾。① １８１０ ～ １８４１ 年， 阿里进行了三次大规模的对外

战争， 占领埃及周边的大片土地。 部落参与了这些对外征伐， 并对战事的

顺利进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阿里对部落力量的倚重从远征军中的部落民人

数中可见一斑。
１８１１ 年 ８ 月 ８ 日图苏帕夏 （阿里的儿子） 率领的远征军开始向汉志进

发。 这支队伍中有 ３０００ 人的骑兵团， 他们大多由贝都因人组成。 法瓦亚德、
哈瑞比和阿维拉德部落都参加了图苏的远征军。 １８１６ 年 １１ 月 ５ 日， 易卜拉

欣帕夏发动了第二次对汉志的战争。 这次行动中阿巴达部落是最主要的支

持者， 提供了近 ６０００ 匹骆驼向库赛运送兵力， 这样埃及军队可以很快跨海

到达延布。②

苏丹战争中也有大批贝都因人参与其中。 阿里主要依靠阿布巴德部落

提供的骑兵， 因为该部落长期在这一带从事商业贩运， 对当地的路线和抵

达苏丹的要道了如指掌， 军队中阿布巴德部落的骑兵人数甚至一度达到

９００ 人。
叙利亚地区涉及埃及的特殊利益， 因此阿里多次卷入该地区的内部争

端。 统治初期， 他最为关切的是运输通道的安全和 “叙利亚商道” 的畅通。
这条道路从西奈半岛的北部一直通往阿里什和加沙地区。 １８２８ 年， 他率领

埃及东部省哈纳提部落保卫通往阿里什的商道。 他的儿子易卜拉欣集中主

要力量保护加沙地区， 贝都因人主要负责给他运送设备和生活补给。 １８２９
年， 易卜拉欣从祖赫纳、 阿曼耶姆和祖曼阿特部落调集了 ３００ 头骆驼专门负

责给加沙的埃军运送装备和食物。③

三　 穆罕默德·阿里的部落政策对埃及社会发展的影响

阿里为了树立权威， 确保在埃及的有效统治， 在政治、 经济和军事领

域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 他采取积极有效的部落政策， 有效推动了改革的

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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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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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琦斌： 《穆罕默德·阿里时期对外扩张探析》， 北京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２０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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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利实施， 对埃及社会发展和国家建构起到了重要作用。

第一， 有效抑制了部落间血亲复仇， 维护了社会的稳定和秩序

由于艰苦的自然条件和人口数量的增加， 以及游牧部落季节性迁徙对

空间纵深的需要， 客观上部落比农民需要数量更多和范围更广的领地。 领

地在部落的日常经济生活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 比如马扎部落在埃及

东部的沙漠地区给自己划定了界线， 并一直精心守护。
部落经常因保卫生存领地， 或入侵其他部落的领地而争斗不休。 这是

部落的历史传统和政治文化的一部分， 主要劫掠骆驼等畜群和其他一些家

用财产。 比如， 同属瓦勒部落的台格力卜族和伯克尔族， 仅仅因为台格力

卜族的酋长伤害了伯克尔族一位老妇的母驼， 两者之间的复仇战争竟然前

后持续了 ４０ 年， 几乎同归于尽。① 这种袭击往往带有血亲复仇的文化印迹，
更重要的是具有深刻的经济和政治动机。 但这在空间有限、 资源短缺的领

地上保证了畜群、 牧场和人口的生态平衡， 从而起到一种调节作用。
部落间的谋杀和仇杀是很常见的。 这是部落内部和部落之间为争夺经

济资源、 获取有利生存资本的一种方式。 阿里采取有效手段来阻止这种血

亲复仇式的争端发生， 政府通过逮捕惩治凶手平息事端， 防止凶手被其他

部落包庇而引起部落间更大的复仇行动。 对那些拒绝交出凶手的谢赫， 政

府常常以威慑手段惩罚它们。 比如， 阿维拉德部落的谢赫阿卜杜·哈里

姆·拉赫拉和 （Ａｂｄ ａｌ⁃Ｈａｌｉｍ Ｌａｈｌａｈ） 和他的兄长阿维德谢赫被谋杀后， 政

府立即派人去达兰处置这一事件。 凶手属于阿卜杜拉赫部落， 阿里派穆罕

默德贝伊去逮捕凶手时要求阿卜杜拉赫部落的谢赫伊萨·伊本·塔里夫

（Ｉｓａ Ｉｂｎ Ｔａｒｉｆ） 提供方便。② 埃及历史学家穆罕默德·福阿达·舒克里 （Ｍｕ⁃
ｈａｍｍａｄ ｆｕ ‘ａｄ ｓｈｕｋｒｉ） 指出： 它们 （部落） 被迫接受阿里的统治权威， 部

落谢赫也非常清楚， 得到政府认可的最好方式就是交出政府通缉的犯罪分

子。③ 阿里政府为了杜绝部落间基于领土而引发的冲突争端， 采取了禁止部

落在不同省份间自由迁徙的限制措施， 并通过官方的形式正式承认了部落

１０１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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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罕默德·艾哈迈德： 《阿拉伯人的日子》， 冯军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１９８９， 第 １４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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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固有领地界线。

第二， 阿里的经济政策对部落社会生活方式转变的影响

农业是埃及的经济基础， 阿里为了有效地维护统治， 采取多种土地所

有制增加政府财政来源。 为了达到增加税源、 发展经济的目的， 阿里政府

主要推行三大政策措施： 通过大规模开垦闲置土地增加全国可耕地面积；
疏浚从尼罗河支流到亚历山大港的马赫迪亚运河， 增加可灌溉土地的面积；
修筑靠近亚历山大港的堤坝。 在东部省某些地方大规模种植桑树， 发展养

蚕业。 １８１５ 年底， 阿里通过国有化方式从地主手里收回大量土地。 在收回

土地权后， 阿里政府重新分配土地， 通常将可耕地、 未开垦地和闲置地分

配给亲信、 家族、 部落首领， 进而孕育拥有更多地产的新兴地主阶层。① 阿

里政府为了提高粮食产量， 大力修建灌溉设施， 打破了作物生长时间和种

类的限制。 为了增加国家税收来源， 他积极开发农业土地， 从 １８２６ 年起着

手开发分布在贝都因人部落领地上的闲置土地。
阿里为组建新军和发动战争开始建立新式工厂。 他在埃及建立了兵工

厂、 造船厂和火药厂， 发展军事工业， 兴办纺织、 制糖等近代工业， 监督

私人手工业， １８３０ 年， 埃及的工厂已经开始生产加工棉花、 丝绸、 木材和

亚麻布等。② 阿里通过大量种植橄榄和引进美利奴绵羊， 大力发展羊毛工

业。③ 他采取行政保护措施， 一方面要求各部门尽可能使用本国生产的工业

品， 减少进口； 另一方面， 通过免税手段鼓励埃及产品出口， 还将农产品

和原材料的市场价格固定。④ 贝都因人主要负责供应原材料和托运方面的

事宜。
畜牧业和旱作农业是部落的主要经济形态， 对部落的社会、 政治、 经

济结构有着重要作用。 阿里在农业、 工业和商贸领域采取的一些政策措施，
导致部落内部发生巨大变化。 部落领地内原本的自然状况和实际的经济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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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树智主编 《阿拉伯国家史》， 高等教育出版社， ２００２， 第 １８１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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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的平衡被人为打破， 从而带来部落内部经济结构的变革。 阿里的土地政

策刺激了贝都因人从事农业活动。 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保证了农村贵族获

得更多的土地。 这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贝都因人弃牧从农， 成为部落首领

的雇工。 阿里时期西部沙漠地带的大多数部落迁移到尼罗河流域和一些绿

洲区， 并开始定居农耕生活。 阿里政府鼓励在游牧区从事农业生产： 一方

面通过限制部落的自由迁徙， 以控制部落的放牧区域； 另一方面通过优惠

政策鼓励部落改变生活方式和经济模式。 这导致部落民和当地农民在社会

和经济上的趋同， 从而使两者的经济联系更加密切， 但同时相互间的冲突

变得更加频繁。 最常见的是让部落负责修筑灌溉堤坝、 开挖运河和负责运

输等公共事务。 由于工作性质的转变和收入来源的稳定可靠， 部落开始了

永久的定居， 这改变了部落原有的经济生活方式和居住模式。 当然部落民

也并没有忘却部落传统的血缘背景， 因为这一纽带可以在危急时刻继续给

他们提供经济保障和人身安全。①

第三， 部落力量在阿里的对外战争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人类学家亨利·罗森菲尔德 （Ｈｅｎｒｙ Ｒｏｓｅｎｆｅｌｄ） 认为， 部落社会天生具

有优越的军事能力。 在他的研究中论证了巴尼·海拉勒 （Ｂａｎｉ Ｈｉｌａｌ） 部落

对北非的入侵。 认为埃及大多数游牧部落的军事潜能要比农民的强很多，
它们在逃避中央政府的军事打击、 劫掠过往的商旅车队、 袭击农庄方面能

力更胜一筹。② 马木鲁克王朝后期， 贝都因人的军事力量得到政府器重， 他

们在军事领域非常活跃。 到奥斯曼帝国时期， 贝都因人成为当地贝伊的得

力助手， 被用来镇压埃及当地居民的叛乱活动。 部落力量的坐大和外国的

武力入侵， 导致中央政府的孱弱和部落分离倾向加剧。 这一现象在 １８ 世纪

极为明显： 赛义德的哈瓦瑞部落获得了很大的自治权， 哈拜巴部落希望在

尼罗河三角洲地区取得绝对的优势地位。 １７１１ ～ １７６９ 年， 哈拜巴部落的首

领哈比巴谢赫和他的两个儿子萨利姆、 维利姆一直控制尼罗河三角洲地区。
他们通过和其他部落结成联盟， 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 哈比巴谢赫击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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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罗的统治者哈桑·阿卜杜·达法阿， 并缴获了大量的加农炮。 维里姆组

建了一支主要由黑人奴隶组成的骑兵团， 萨利姆建立了控制尼罗河水域的

水军力量。
阿里执政时期着手解除部落军事武装的同时， 又通过招募部落民参军

的方式来壮大政府军的力量。 政府通过给部落首领和骑兵发放工资、 奖赏

等收买和招募部落民兵。 货币是最主要也最具有吸引力的收买方式。 部落

首领在收到金钱和捐赠后就会马上指派自己的部落民去报名。 每位骑兵月

工资是 ２００ ～ ５００ 卡士 （ｑｉｒｓｈ）。① 这些骑兵参加战争时工资会相应提高。 贝

都因人的骆驼是阿里创建新军的基础之一， 有这些驼队作后盾， 军队的后

方补给线就没有后顾之忧。 这使阿里可以扩大军队的数量规模， 能够尽可

能在边远地区部署部队， 并有足够的能力可以在汉志、 苏丹和叙利亚等地

进行远距离的作战。② 政府购买大量骆驼一方面用来当作作战工具来骑用，
另一方面作为运送装备和战略物资的运输工具。 来自法瓦耶、 哈瑞比和哈

纳提部落的贝都因人主要负责给军营运送装备， 以及面粉、 木材等后勤补

给。 政府有时向部落征用骆驼， 还设立专门官员负责租借骆驼并检查是否

可用于军事。
在组建新军后， 阿里发动了三次大规模的对外战争。 它们分别是： 第

一次为打击汉志和阿拉伯半岛其他地区瓦哈比运动， 进而达到消灭沙特家

族并控制麦加和麦地那两座圣城的目的③， 埃及于 １８１１ 年发动了汉志战争；
第二次为控制整个尼罗河流域， 并占有苏丹地区的黄金资源， 进而扩大埃

及与非洲大陆的贸易往来， 最后达到一举铲除盘踞在苏丹的马木鲁克残余

势力的目的， １８１９ 年在军事顾问拉朱赫里的建议下出兵苏丹； 第三次为了

确保从西奈半岛北部一直通往阿里什和加沙地带的 “叙利亚商道” 的安全

畅通， 从 １８２０ 年起开始组建强大的军队入侵叙利亚。 数次对外战争在扩疆

拓土、 扩大埃及在阿拉伯世界的影响力方面有着重要作用， 每次战争部落

力量都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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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战争大多在沙漠地区进行， 而阿里非常欣赏贝都因人在沙漠的行

军和战斗能力。 他也需要部落在当地的社会关系网。 阿里借助部落力量可

以与被征服地的部落建立关系， 并 “说服” 后者服从埃及政府。 这在汉志

地区的部落中很常见， 苏丹和叙利亚地区的一些部落也因此主动加入埃及

一边。 即便占领了相关地区， 阿里还是面临着一系列的困难。 比如当地部

落的起义随时都可能爆发， 当地驻军的食物来源需要当地居民提供等。 解

决这些问题的关键在于贝都因人， 因为他们有能力挑起事端也有能力平息

不满。 阿里还需要部落的驼队运送军队装备和后勤物资。 只有通过部落，
才可以扩大军队的规模并在边远地区部署部队， 从而具备足够的能力在汉

志、 苏丹和叙利亚等地进行远距离作战。
由此看见， 阿里政府看重的是部落英勇善战的自然秉性， 倚重它们在

恶劣的沙漠环境中行军和作战的能力， 将它们视作国家军队中不可忽视的

力量。 而部落的骆驼既是政府军队的保障之源， 也是强大的埃及军队南征

北战的有力支撑。
总之， 部落是埃及社会重要的组织形态和社会单位。 穆罕默德·阿里

认识到埃及部落在稳定社会秩序、 有效推行改革和对外征战中的重要作用，
因此他针对埃及部落采取了在政治上打压和拉拢， 经济上利用和军事上倚

重的政策。 阿里对内通过在政治、 经济和军事方面规模宏大的改革， 一改

埃及部落的离心倾向并将其整合到中央集权国家的发展轨道上， 使埃及成

为可与奥斯曼帝国和欧洲列强相抗衡的国家。 对外通过常年征伐和扩疆拓

土， 一改埃及自古以来是各大帝国相互争斗目标的境遇， 建立了一度称霸

近东的帝国。 阿里缔造了统一的近代埃及民族国家， 而埃及部落作为重要

的社会力量， 在推动埃及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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